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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整合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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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感激表达是组织情境中常见的人际互动行为 , 通常被认为能够传递积极社会信号并产生多方面有

益的心理与行为影响。然而, 现有研究发现感激表达在不同情境中可能产生差异化的结果, 其影响机制尚缺

乏系统整合与解释。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 从效应范围(个体内  vs. 个体间)与效应效价

(积极 vs. 消极)两个维度构建分类框架, 整合了感激表达对表达者、接收者和目睹者的影响, 并据此归纳出

个体内积极效应、个体间积极效应、个体间消极效应和个体内消极效应四类效应类型。在此基础上 , 本文

基于社会关系理论提出以共生关系感知或交换关系感知为核心的效应分化解释框架 , 并将影响关系感知的

情境线索归纳为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两类 , 以阐释不同情境条件如何影响感激表达的效应方向。基于上述

整合与解释 , 本文提出丰富个体内及消极效应研究、系统化边界条件研究以及从时间视角拓展效应研究三

个未来研究方向 , 为理解感激表达在组织中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系统化

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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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恩于心, 报恩于行。感激(Gratitude)是一种

跨越时间和文化界限的普遍情感, 从古罗马哲人

西塞罗所言的“感恩是美德之根”, 到东方儒家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其始终镌刻在人类文明

的精神图谱中。随着现代社会分工不断细化, 组

织为个体之间频繁而持续的人际互动提供了制度

化情境。在这样的背景下, 感激不仅表现为个体

内部的人格特质或情绪体验, 也越来越多地表现

为一种外显的人际互动行为。在组织中, 个体往

往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线索等方式将内在的感激

(包括真实或非真实的感激)传递给他人(Locklear 

et al., 2023), 这种行为被称为感激表达(Gratitude 

Expression)。作为一种承载社会关系信息的人际

                     

收稿日期: 2026-03-1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502250; 72325012)、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6A1515011276)、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5M780678)、中山大学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2025qntd67)。 

通信作者: 秦昕, E-mail: qinxin@sysu.edu.cn 

互动行为, 感激表达不仅能够传递积极情绪, 还

可能影响互动双方对关系、资源与社会规范的理

解, 因此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的重要议题。 

过去 20 余年中, 学界围绕感激展开了大量研

究(Cregg & Cheavens, 2021; Ma et al., 2017; Wood 

et al., 2010)。现有综述主要聚焦于特质感激(Trait 

Gratitude)与状态感激(State Gratitude), 并强调其

对个体自身的功能作用。这些研究普遍发现, 感

激有助于提升个体自身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

社会适应能力, 并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 进而提升

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质量。相较之下, 个体在互动中

向他人表达感激的行为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

证研究, 但相关文献尚缺乏系统性整合 1。例如, 一

些研究表明, 感激表达能够增强社会联结、激发

组织公民行为并提升工作绩效 (Grant & Gino, 

                     

1 感激对个体的影响与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有所不同。前

者以特质感激或状态感激为自变量, 影响过程发生于个体

内部; 后者以感激表达行为为自变量 , 考察外显表达行为

对表达者自身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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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Komase et al., 2019; Ritzenhöfer et al., 

2017)。另一些研究则提供了初步证据, 揭示了感

激表达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引发社会比较、策略性

利用甚至伦理偏差等非预期后果 (Cai & Wang, 

2025; Lee et al., 2018; Lv et al., 2026)。这些发现表

明, 感激表达并非总是带来积极后果, 在某些情

境中也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然而, 尽管已有研究初步揭示了感激表达的

积极与消极影响 , 相关文献在理论整合上仍存

在不足。首先 , 现有研究多围绕单一结果或特定

对象展开 , 缺乏同时整合积极与消极效应的整

体框架 , 因而难以呈现感激表达效应的全貌。尤

其是 , 不同研究分别关注表达者、接收者或目睹

者的反应 , 但缺乏纳入三类主体视角的整合框

架 , 从而限制了对感激表达跨主体作用的整体

理解。同时 , 尽管部分研究已初步发现感激表达

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消极后果 , 但尚未形成

能够解释其为何会导向不同结果的理论框架。

为弥补上述不足 , 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实证研

究的基础上 , 对组织情境中的感激表达效应进

行整合与扩展。首先 , 本文从效应范围 (个体内  

vs. 个体间 )与效应效价 (积极  vs. 消极 )两个维

度构建分类框架 , 并据此归纳出四类具有理论

区分度的效应类型。第二 , 本文整合社会关系理

论与已有文献 , 提出以关系感知为核心的效应

分化解释框架 , 阐明感激表达如何通过强化共

生关系感知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 , 从而导致不

同后果 , 并进一步识别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情

境线索。最后 , 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丰富感激表

达的个体内及消极效应研究、系统化边界条件

研究以及从时间视角拓展效应研究三个未来研

究方向。  

2  感激表达效应的整合 

在系统梳理感激表达效应文献时, 采用分类

框架具有重要方法学价值(Krlev et al., 2025)。当

前感激表达文献呈现出结果变量广泛、效应机制

多元、研究取向分散的特征, 传统线性归纳式或

主题归纳式的综述难以把握该领域全景, 而分类

框架可通过结构化关键维度来组织异质性发现 , 

从而揭示感激表达效应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内在联

系。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归纳, 本研究从效应 

的范围(个体内 vs. 个体间)2与效价(积极 vs. 消

极)这两个相对独立且高度互补的分析维度出发, 

构建了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分类框架(见图 1), 

从而为未来研究提供更具解释力的整合视角。具体

而言, 一方面, 个体内效应关注感激表达对表达者

自身产生的影响, 个体间效应则聚焦感激表达对

他人(如, 接收者或目睹者)的影响。另一方面, 积

极效应指感激表达所产生的有益的或有建设性的

影响, 而消极效应指有害的或有破坏性的影响。这

两个维度的交叉组合形成个体内积极效应、个体间

积极效应、个体间消极效应和个体内消极效应这四

类具有理论区分度的感激表达效应类型, 它们在

功能表现和作用机制上存在差异(如表 1 所示), 是

系统整合现有感激表达效应文献的关键分析单元。 

2.1  个体内积极效应 

2.1.1  效应概述 

个体内积极效应指感激表达对表达者自身的

心理、生理与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作为感激

表达效应研究的早期方向, 该类研究突破了以往

感激文献仅聚焦于特质感激和状态感激的局限 , 

 

 
 

图 1  感激表达效应的分类框架 

                     

2 鉴于当前集体层面的感激表达研究仍非常有限(Fehr et al., 

2026), 本文所回顾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层面。在此

基础上, 考虑到感激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可能涉及不同互动

角色(如表达者、接收者与目睹者)的人际互动行为, 本文进

一步区分个体内效应与个体间效应, 以刻画感激表达在不

同主体之间的效应传递方向。在操作性定义上, 本文基于

结果变量所对应的行为主体对感激表达的个体内外效应进

行区分。当结果变量体现为表达者自身的心理或行为反应

时, 界定为个体内效应; 当结果变量体现为他人(如接收者

或目睹者)的心理或行为反应时, 则界定为个体间效应。需

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 在个体间效应中 , 行为主体虽为接收

者或目睹者 , 但其行为指向既可能作用于自身 , 也可能指

向表达者或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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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感激表达效应类型 

类型 代表性机制 代表性文献 

个体内积

极效应 

资源补充、情绪调

节、生理反应 
(Adair et al., 2020); (Chan, 2013); (Gu et al., 2022); (Kaplan et al., 2014); (Ki, 2009); 
(Komase et al., 2019); (Neumeier et al., 2017) 

个体间积

极效应 

情绪触发、资源增

益、需求满足、认知

推断 

(Ahmadi & Fakhimi, 2021); (Converso et al., 2015); (Fehr et al., 2025); (Hu et al., 
2024); (Imai, 2024); (Jazaieri & O’Neill, 2025); (Lee & Johnson, 2025); (Liu et al., 
2022); (McKeon et al., 2020); (Namkoong et al., 2024); (Ni et al., 2022); (Nicuță et al., 
2024); (Ritzenhöfer et al., 2019); (Sheridan et al., 2025); (Starkey et al., 2019); (Tang et al., 
2022); (Tremblay, 2024); (Lv et al., 2026); (Zhang et al., 2025); (吕晓艺, 白新文, 

2019); (王琦琦 等, 2021); (祝养浩 等, 2023) 

个体间消

极效应 

情绪性比较、自利性

加工、信号真实性 
(Cai & Wang, 2025); (Cao et al., 2023); (Lee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4); (Lv et al., 
2026) 

个体内消

极效应 

自我合理化 (Ksenofontov & Becker, 2020) 

 
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感激的外显表达行为, 强调感

激表达所激发的自我增益效应, 即表达感激对表

达者的自身状态和行为表现的积极塑造作用。现

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医护人员、教师及高校职工等

职业群体 (Chan, 2013; Kaplan et al., 2014; Ki, 

2009), 普遍发现感激表达有助于改善表达者的心

理和生理健康并增强其绩效表现(如图 2 所示), 

例如降低表达者的抑郁(Ki, 2009)和威胁型生理

反应(Gu et al., 2022), 并提升其工作生活平衡满

意度(Adair et al., 2020)和短期工作绩效(Komase 

et al., 2019)。这些研究揭示, 感激表达的个体内积

极效应主要通过资源补充、情绪调节和生理反应

三类机制发挥作用。 

2.1.2  作用机制 

第一, 资源补充视角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

和积极情绪的扩展与建构理论的观点, 强调感激

表达对即时资源恢复(Bakker & Demerouti, 2007)

和长期资源积累(Fredrickson, 2001)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 表达感激通过引导个体关注生活与工作

中已有的支持与善意, 能够即时补充情绪性与关

系性资源, 从而积累应对压力与挑战所需的资源

(Komase et al., 2019)。另一方面, 当个体表达感激

时, 所体验到的温暖、爱、满足与欣赏等积极情

绪能够拓展个体对环境的注意力范围, 提升思维

灵活性, 使其更倾向于以创造性、开放性和建设

性的方式应对压力与挑战(Chen et al., 2022; Ki, 

2009)。总体而言, 感激表达不仅通过即时的资源

补充实现压力缓冲与绩效提升, 也通过长期的资

源建构增强个体的适应力, 从而为其心理健康与

职业发展提供持续性支持。 

第二, 情绪调节视角基于适应性理论(Appley, 

1971), 关注积极情绪的激活如何为心理健康提供

支持。当个体经历积极事件后, 情绪通常会在短

时间内回归中性状态, 而感激表达能够促使个体

重新聚焦并再度体验这些积极事件, 从而延长积

极情绪的持续时间(Watkins, 2004)。这种持续的积

极体验有助于缓解由角色冲突(如工作与家庭之间)

引发的紧张感, 并使个体在面对日常压力或健康

挑战时具备更强的心理韧性和恢复力(Adair et al., 

2020)。总体而言, 该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作为一

种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能够帮助个体保持对已

获得支持与善意的关注, 从而提升心理健康并促

进工作与家庭的良性互动。 

第三, 生理反应视角基于挑战与威胁的生理

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关注如何通过塑造积极的心理状态

来提升生理健康(Blascovich & Mendes, 2010)。该

视角认为 , 个体在面对重要且不确定的情境时 , 

会评估外部要求与自身资源, 进而形成不同的生

理反应。当资源充足时, 个体倾向于产生挑战型

反应, 表现为较高的心脏输出量(Cardiac Output)

和 较 低 的 总 外 周 血 管 阻 力 (Total Peripheral 

Resistance); 当要求超出资源时, 则更可能出现威

胁型反应, 表现为相反的生理特征(Blascovich & 

Mendes, 2010)。表达感激能够促使表达者形成资

源充足的认知信念, 优化其对资源与要求比值的

评估 , 从而更易进入挑战状态而非威胁状态(Gu 

et al., 2022)。总体而言, 该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通

过改变资源评估路径以促进积极的生理反应, 并

进一步提升个体生理健康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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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2 × 2 框架的感激表达效应文献的分布情况 

注：图中 + 表示提高，− 表示减少。 
 

2.2  个体间积极效应 

2.2.1  效应概述 

个体间积极效应指感激表达所产生的积极影

响通过人际互动实现跨个体扩散, 进而将其扩散

至表达者之外的其他个体。这是感激表达效应研

究中最为丰富和广泛的一类, 其主要贡献在于将

感激表达的个体内效应延伸至人际互动层面, 揭

示了感激表达如何在服务受益者与服务提供者(如

患者与医护人员、顾客与一线员工, Converso et al., 

2015; Jazaieri & O’Neill, 2025; Zhang et al., 2025)、

领导与下属 (朱征  等 , 2022; Ritzenhöfer et al., 

2019)以及同事与同事之间(Imai, 2024)等多种二

元人际互动中产生积极影响。此外, 个体间积极

效应不仅发生于直接互动情境, 还可能通过跨情

境的心理加工过程产生延伸作用(Hu et al., 2024)。

个体间积极效应广泛作用于健康、伦理、关系和

绩效等多个方面(如图 2 所示), 例如提升接收者

睡眠质量(Starkey et al., 2019), 激发接收者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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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者的组织公民行为(Fehr et al., 2025; Lv et al., 

2026; Ritzenhöfer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5), 

促进接收者对表达者的信任 (Ritzenhöfer et al., 

2017)和支持(McKeon et al., 2020), 并提升接收者

的工作绩效(吕晓艺 , 白新文 , 2019; 王琦琦  等 , 

2021; Ni et al., 2022)和建言行为(Sheridan et al., 

2025)。这类个体间积极效应主要通过情绪触发、

资源增益、需求满足和认知推断四类心理过程产

生作用。 

2.2.2  作用机制 

第一, 情绪触发视角基于情绪事件理论和情

绪评价理论的观点, 强调工作中的积极事件能激

发积极情绪体验 (Scherer et al., 2001; Weiss & 

Cropanzano, 1996)。当接收者将感激表达视为一

种积极的工作事件时, 它便能激发其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的产生不仅能提升个体的心理状态, 还

能激发其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Lv et al., 

2026; Zhang et al., 2025)。总之, 该视角揭示了感

激表达如何作为积极情绪触发器, 从而为后续积

极行为提供动力。 

第二, 资源增益视角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工

作需求资源模型和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观点, 强

调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通过积累和保存资源来

维持身心健康和行为表现(Bakker & Demerouti, 

2007; Hobfoll, 1989;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感激表达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能够

增强接收者的心理资源和关系资源储备, 使其能

够 有 效 地 应 对 工 作 与 生 活 中 的 压 力 和 挑 战

(Converso et al., 2015; Starkey et al., 2019; Tang et al., 

2022)。总体而言, 该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通过资源保

存与补充来改善个体身心状态, 并提升其整体表现。 

第三, 需求满足视角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关注

感激表达如何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Ryan & 

Deci, 2017), 从而增强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感激

表达通过传递认可和尊重, 使个体感受到行为被

认可、能力被肯定以及他人的接纳, 从而强化自

主性、增强胜任感和提升归属感(马跃如, 胡羽欣, 

2023; Nicuță et al., 2024)。这些心理满足激发个体

的内在动机, 促使其更主动、持续地投入工作(马

跃如, 胡羽欣, 2023; Nicuță et al., 2024)。总之, 该

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通过满足基本心理需求, 从

而有效提升个体参与度、工作投入及适应能力。 

第四, 认知推断视角基于道德情绪理论、社

会交换理论、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发现−提醒−

绑定理论 (Find-Remind-and-Bind Theory)和社会

信息加工理论等观点 (Algoe, 2012; Blau, 1964; 

Fischer & Manstead, 2008; Fiske et al., 2007; Gecas, 

1982; McCullough et al., 2001; Salancik & Pfeffer, 

1978; Van Kleef, 2009), 涵盖道德信号解读、他人

意图推断和自我价值判断等方面, 强调感激表达

作为社会信息载体如何影响接收者的认知与社会

行为。首先, 感激表达是具有道德意义的社会信

号, 不仅能强化接收者对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的

认知 , 还促进了关系中亲社会回馈的循环 (Imai, 

2024; Lee & Johnson, 2025; Tremblay, 2024)。其次, 

接收者能够根据感激表达推测表达者的态度与意

图, 当其被解读为认可和合作信号时, 有助于社

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王琦琦 等, 2021; Fehr et al., 

2025; Kong & Belkin, 2019; Liu et al., 2022)。第三, 

感激表达作为积极社会反馈 (祝养浩  等 , 2023; 

Grant & Gino, 2010; Ni et al., 2022), 能够使接收

者感受到自身行为的有效性和社会价值, 从而增

强其自我认同、工作投入和亲社会影响力感知(Ni 

et al., 2022)。总之, 该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如何通

过道德信息、认知推断与自我价值确认, 从而推

动个体形成更积极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 

2.3  个体间消极效应 

2.3.1  效应概述 

个体间消极效应指感激表达在人际互动中引

发接收者或目睹者的负面心理与行为反应。该类

研究挑战了感激表达仅带来积极后果的传统认知, 

揭示其在特定互动背景下可能引发的非预期负面

后果。此类效应多发生于权力不对称的组织情境, 

尤其在领导和下属的互动中更为突出(Xu & Yao, 

2025), 且主要表现为对组织伦理的威胁(如图 2

所示), 如诱发员工的自私行为(Lee et al., 2018)、

社会破坏行为 (Lv et al., 2026)和职场偏差行为

(Cao et al., 2023)以及领导的剥削行为 (Cai & 

Wang, 2025)。此外, 该类效应以接收者或目睹者

为行为主体 , 但其不仅作用于接收者与目睹者 , 

还可能反作用于表达者而形成复杂的互动循环。

例如,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接收者可能因收到感

激表达而剥削表达者(Cai & Wang, 2025)。同时, 

被外部提醒后做出的感激表达可能使目睹者和接

收者对表达者产生负面评价, 并使其在资源分配

中处于不利地位(Wang et al., 2024)。这类个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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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效应主要通过情绪性比较、自利性加工和信

号真实性三类心理过程产生作用。 

2.3.2  作用机制 

第一 , 情绪性比较视角基于情绪评价理论 , 

强调个体基于亲历或观察到的感激表达产生的情

绪体验及其意义评估如何引发不良的认知与行为

后果(Scherer et al., 2001)。情绪体验的效价取决于

个体对刺激事件的主观解读及其对刺激敏感性的

个体特质差异(Lv et al., 2026)。当个体观察他人获

得感激表达(尤其来自领导)时, 可能将其视为资

源倾斜或优势地位的信号 , 从而触发社会比较

(Lv et al., 2026)。若感知自身地位或利益受到威胁, 

个体便可能体验到妒忌等负面情绪 (Lv et al., 

2026), 从而对优势者产生抵触或负向评判。总之, 

该视角揭示了个体对事件意义的情绪性评估及其

社会比较过程, 这可能使得感激表达在特定情境

下引发非预期的消极效应。 

第二, 自利性加工视角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

理论和社会交换中的互惠失衡理论的观点, 强调

个体出于自利动机对感激表达进行选择性解读与

策略性反应(Blau, 1964; Molm et al., 1994; Van 

Kleef, 2009), 具体体现在情境适配与特质驱动两

个方面。一方面, 在竞争性或资源稀缺情境中, 接

收者可能将感激表达解读为表达者性格宽容、地

位较低或易于妥协的信号, 从而在社会交换中采

取利用性策略以获取更多个人利益 (Lee et al., 

2018)。另一方面, 具备暗黑人格特质(如高马基雅

维利主义)的个体更倾向于将感激表达视为服从与

认可的象征, 由此合理化自身的剥削行为(Cai & 

Wang, 2025)。总之, 该视角揭示了自利性解读如

何将感激表达转化为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 并最

终引发非对称后果。 

第三, 信号真实性视角强调个体如何根据行

为产生的情境线索对其背后动机与真实性进行推

断, 从而影响后续评价与决策(Wang et al., 2024)。

感激表达作为一种社会信号, 其效果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接收者对其动机来源的理解。当感激表

达是在外部提醒或规范提示下产生时, 接收者更

可能将其归因为对社会规范的顺从而非内在情感

的自然流露 , 从而降低对其真实性的感知(Wang 

et al., 2024)。这种非自发性的信号解读会削弱感

激表达所传递的积极社会意义, 使表达者更容易

被视为策略性或敷衍性的互动主体, 进而引发更

负面的社会评价 , 并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

位。总之, 该视角揭示了感激表达的效果并非取

决于行为本身, 而取决于其被赋予的动机意义与

真实性判断。 

2.4  个体内消极效应 

2.4.1  效应概述 

个体内消极效应指感激表达在特定条件下对

表达者自身所产生的抑制性或不利性心理与行为

影响。作为一类新兴研究, 该效应的主要贡献在

于引入伦理批判视角和新的解释机制 , 并将消

极效应的研究视角由接收者或目睹者的社会反

应拓展至表达者自身的心理后果。目前相关研究

极为有限(如图 2 所示), 仅有的发现表明感激表

达 在 社 会 结 构 不 平 等 的 情 境 下 存 在 副 作 用

(Ksenofontov & Becker, 2020)。具体而言, 在高权

力群体先有道德越界(Transgressions, 如歧视性行

为或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后提供补偿性帮助

的权力不对等特定情境中, 低权力群体成员向其

表达感激, 可能削弱低权力群体成员对于高权力

群体成员曾经的道德越界行为的批判意识, 从而

抑制其主张合理权益的抗议, 进而无意中强化了

不公平关系结构的稳定性(Ksenofontov & Becker, 

2020)。这项研究表明个体内消极效应可以通过自

我合理化视角下的连续性心理作用而产生。 

2.4.2  作用机制 

自我合理化视角综合了宽恕与系统正当化

(System Justification)的心理过程, 揭示感激表达

如何通过内部情绪调节与认知整合机制, 使表达

者在面对不公时产生自我安抚式的合理化反应

(Ksenofontov & Becker, 2020)。宽恕作为一种自我

调节策略, 能够帮助个体修复因他人过错而受到

的象征性威胁(Wenzel & Okimoto, 2010), 从而恢

复对世界正义与人际信任的感知。系统正当化则

是个体为维持认知一致与心理秩序, 将社会不公

进行合理化的认知选择(Jost et al., 2004)。在高权

力群体先越界而后提供帮助的情境中, 低权力成

员向这类高权力群体表达感激可能向表达者自身

释放出象征性的宽恕信号, 使其逐渐淡化对不公

的愤怒与批判, 进而形成不公已被纠正或者社会

关系结构已趋平衡的错觉(Ksenofontov & Becker, 

2020)。总之, 该机制揭示了感激表达如何通过情

绪性宽恕与认知正当化的连续作用, 从而促使表

达者对不公形成自我合理化认知, 从而削弱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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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意识与抗议动机。 

3  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解释框架 

尽管既有文献普遍强调感激表达具有积极功

能(Locklear et al., 2023), 但本文上一部分的整合

结果显示, 感激表达并非总是产生积极效应。在

特定情况下 , 感激表达的积极作用可能被削弱 , 

甚至引发非预期的负面后果。例如, Grant 和 Gino 

(2010)发现收到感激表达促进了接收者对表达者

的帮助行为, 而 Lee 等(2018)发现收到感激表达

促进了接收者对表达者的剥削行为。这一看似矛

盾的结果正是源于互动主体在不同情境下对感激

表达所传递关系含义的不同解读, 前者中的接收

者将感激表达解读为真诚认可与关系联结的信号, 

而后者处于竞争性情境中的接收者则将感激表达

解读为表达者可被利用的交换信号。这表明, 感

激表达的效果并非完全由行为本身决定, 而部分

取决于互动主体如何解读其所传递的关系含义 , 

而这一解读过程受到情境线索的系统性驱动。基

于此, 本文认为理解感激表达效应分化的关键在

于互动主体所形成的关系感知。当感激表达被加

工解读为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时, 其通常促进积极

结果; 而感激表达在特定情境线索(如竞争性情境)

的驱动下凸显交换关系感知时, 则其可能引发非

预期的消极后果。以下将依次阐明两种关系感知

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塑造效应方向, 以及哪些情境

线索驱动了关系感知的分化。 

3.1  关系感知如何塑造效应方向 

社会关系理论认为, 人际互动通常遵循共生

关系与交换关系两种规范(Clark & Mills, 1979)。

共生关系强调基于关心与联结的无条件付出, 个

体给予他人利益是出于对其需求的回应或对其福

祉的关注, 并不期望获得对等回报; 交换关系则

强调基于回报与利益的互惠计算, 个体给予他人

利益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回馈 (Chen et al., 2001; 

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Mills, 1993; Miller et al., 

2014; Wan et al., 2011)。感激表达作为一种人际互

动行为, 能够在不同情境线索的驱动下分别强化

或凸显这两种关系感知, 并通过不同的心理机制

产生积极或消极效应。 

当感激表达强化共生关系感知时, 其产生积

极效应。当感激表达被解读为传递认可、尊重与

关怀的关系联结信号时, 互动主体的共生关系感

知得到强化。在共生关系感知的主导下, 感激表

达不仅意味着对既有有益行为的真诚回应, 也传

递了维系关系与关注他人福祉的意图。例如, 对

于表达者而言, 表达感激强化了其对关系价值的

内部确认(Lambert et al., 2010), 通过激活资源补

充与情绪调节机制改善心理健康与绩效表现。对

于接收者而言, 感激表达传递了自身行为被看见

与被重视的信号(Grant & Gino, 2010), 通过激活

情绪触发、需求满足与认知推断机制增强自我价

值感、工作投入与亲社会行为等。对于目睹者而

言 , 感激表达作为亲社会关系联结的示范信号 , 

同样能够通过认知推断机制激发其对互动主体的

亲社会行为(Fehr et al., 2025)。总体而言, 共生关

系感知的强化构成了上一部分所归纳的个体内外

积极效应的共同关系基础, 其核心逻辑在于感激

表达将互动定义为一种关怀性、非交换性的社会

联结, 从而强化正向的情绪、认知与行为反应。 

当感激表达凸显交换关系感知时, 其产生消

极效应。在特定情境线索的驱动下, 个体可能将

感激表达解读为与资源计算、义务偿还或关系失

衡相关的信号, 从而激活交换关系感知。在交换

关系感知的主导下, 各方主体更关注互动中的资

源投入与回报的平衡, 其认知与行为反应也随之

转向策略性的利益计算。例如, 对于处于竞争情

境中的接收者而言, 交换关系感知的凸显使其倾

向于将感激表达解读为表达者资源依赖或地位弱

势的信号, 进而通过自利性加工机制合理化后续

的自私行为(Lee et al., 2018)。对于目睹者而言, 

当其观察到他人接收感激表达而自身未获得类似

认可时, 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对等感知触发了以利

益对等为核心的交换关系逻辑, 进而通过情绪性

比较机制产生妒忌与社会破坏行为 (Lv et al., 

2026)。需要强调的是, 这类消极效应并非感激表

达的普遍结果, 而是在特定情境线索驱动下, 交

换关系感知被激活时出现的情境化结果。总体而

言, 交换关系感知的凸显构成了上一部分所归纳

的个体内外消极效应的共同关系基础, 其核心逻

辑在于感激表达在特定情境中被赋予了利益交换

或关系失衡的含义, 从而将积极的人际行为转化

为触发消极认知评价与行为反应的信号。 

3.2  情境线索如何影响关系感知 

既有研究表明, 共生关系与交换关系并非相

互排斥, 而是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凸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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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 Grimm, 2010)。本文将驱动关系感知分

化的关键情境线索归纳为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 , 

二者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取向, 进而决定共

生关系感知或交换关系感知的相对凸显性。 

3.2.1  个体线索 

个体线索主要指互动情境中的个体所具备的

相对稳定的特征属性, 这些特征会影响其在加工

感激表达信息时形成关系联结或利益计算的初始

偏向, 从而决定共生关系感知还是交换关系感知

更容易被强化或凸显。首先, 人格特质会影响个

体对他人行为的基本假设。例如, 具有较强亲社

会取向的个体, 更容易将感激表达解读为传递善

意与关系联结的信号 , 从而强化共生关系感知 ; 

而具有较强自利倾向(如心理特权)或暗黑人格特

质(如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个体, 则更倾向于从

策略与利益角度解读他人行为, 更容易将感激表

达视为可被利用的信号(Cai & Wang, 2025), 从而

凸显交换关系感知。其次, 认知取向(如调节焦点)

会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重点。促进焦点更强的个

体更关注成长机会与积极关系结果, 因而更容易

从感激表达中提取关系联结与支持意义; 而预防

焦点更强的个体更关注责任、义务与潜在损失 , 

更容易将感激表达与责任承担或回报压力联系起

来 , 从而凸显交换关系感知 (马跃如 , 胡羽欣 , 

2023; 王琦琦 等, 2021)。总体而言, 个体线索通

过影响信息加工的内在注意偏向, 使不同个体在

面对同一感激表达时产生共生关系感知与交换关

系感知凸显程度上的差异, 从而为效应分化提供

个体层面的基础。 

3.2.2  互动线索 

互动线索指感激表达行为本身及其所嵌入情

境所提供的可观察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影响个体

对感激表达性质的判断, 决定共生关系感知还是

交换关系感知更易被强化或凸显。首先, 表达形

式所体现的努力程度是影响关系感知的重要线

索。高努力的感激表达(如将感谢信息与赠送礼物

相结合, 或付出更多时间进行书面表达)通常意味

着更高的行为成本(Cardon & Wong, 2024; Thomas 

et al., 2023), 因此更容易被接收者解读为出于真

实情感与关系关怀的信号, 共生关系感知随之被

强化。相反, 低努力或形式化的感激表达(如被外

部提醒后做出的表达)因缺乏投入信号, 更容易被

质疑其真实性(Wang et al., 2024), 从而削弱共生

关系含义或凸显交换关系感知。其次, 感激表达

所嵌入的整体情境氛围会影响互动双方的关系感

知框架。在善意氛围较强、竞争性较弱的组织情

境中, 感激表达更容易被解读为真实关怀的自然

流露, 从而强化共生关系联结(Jia et al., 2025); 而

在工具性或竞争性情境中, 同样的感激表达更可

能被解读为策略性或规范性行为, 从而削弱共生

关系含义或强化交换关系感知(Lee et al., 2018)。

综上, 互动线索通过提供关于行为是否体现真实

关系投入的关键信息, 系统性地影响个体对感激

表达的关系归类, 从而推动共生关系或交换关系

的相对凸显, 并最终影响其效应方向。 

4  讨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整合与扩展了组织中的感激表达效

应。一方面, 本文提出了感激表达效应的二维分

类框架, 系统归纳出个体内积极效应、个体间积

极效应、个体间消极效应和个体内消极效应四类

效应类型, 为理解感激表达的多样化影响提供结

构化理论图景。与已有综述(Locklear et al., 2023)

相比, 本文在系统整合积极效应的基础上, 明确

区分了个体间消极效应与个体内消极效应的概念

边界及其不同的心理机制路径, 推动了感激表达

研究从单向积极叙事走向更加平衡和完整的理论

理解。另一方面, 本文提出了以社会关系理论为

基础的效应分化解释框架, 创新性地将强化共生

关系与凸显交换关系的差异性激活确立为感激表

达产生积极与消极效应分化的统一解释原则, 回

答了为什么感激表达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具有差异

化效应这一核心问题。这一框架不仅为整合现有

零散发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未来系统检验效

应边界条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预测逻辑。 

尽管感激表达的相关实证成果不断积累, 但

本文的文献整合与解释框架共同揭示了感激表

达研究的两类不足。从文献分布来看, 现有研究

对个体间效应和积极效应的覆盖相对充分(Adair 

et al., 2020; Fehr et al., 2025; Hu et al., 2024; 

Neumeier et al., 2017), 而对个体内效应尤其是消

极效应的研究严重不足, 这一不均衡限制了对感

激表达完整效应图景的理解。从解释框架来看 , 

本文提出的框架能够统一解释积极与消极效应分

化的逻辑, 但哪些情境条件系统性地决定感激表

达走向积极还是消极路径, 以及这种效应方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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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重复互动中随时间演变, 目前仍缺乏系统探

索。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未

来研究方向。首先, 探究效应还有什么, 以拓展尚

未被充分研究的个体内效应和消极效应路径。其

次, 探究效应何时分化, 从而基于 5 类情境特征

构建系统化的边界条件框架。第三, 探究效应如

何演变, 从而揭示重复互动中关系感知的动态积

累与转化规律。总之, 这三个研究方向有助于未

来研究更完整地回答感激表达对谁还会产生哪些

积极和消极后果、在什么情境条件下走向不同路

径, 以及这种效应方向如何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

而转化等关键问题。 

4.1  方向一：丰富感激表达的个体内及消极效应

研究 

根据本文文献整合的结果, 现有感激表达效

应文献存在结构性不均衡。从效应范围来看, 现

有研究以个体间效应为主(Imai, 2024; Jazaieri & 

O’Neill, 2025; Lee & Johnson, 2025), 对表达者自

身的个体内效应关注不足。从效应效价来看, 现

有研究以积极效应为主 (Chan, 2013; Gu et al., 

2022; Kaplan et al., 2014), 对消极效应的探索极

为有限。这一不均衡反映了该领域长期以来将感

激表达视为普遍有益的积极人际行为的研究假设, 

从而系统性地忽视了个体内效应以及消极效应路

径上可能存在的多样化后果。然而, 感激表达不仅

是一种外显的人际行为, 也是表达者对自身行为

关系含义进行内部解读的心理过程, 这一过程对

表达者自身的认知、情感与动机具有独立的塑造作

用。同样, 若只关注感激表达的积极一面, 理论解

释将过度强调其关系促进功能, 而无法解释感激

表达为何在某些情境下产生压力、疏离甚至伦理风

险。因此, 深化个体内效应与消极效应的研究, 是

构建感激表达完整理论图景的必要前提。 

在个体内效应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发现感激

表达对表达者的健康(如抑郁减少、生理反应改善)

和绩效(如工作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Ki, 2009; 

Komase et al., 2019), 但对其在关系和伦理等方面

的积极后果几乎没有涉及。根据本文的关系感知

框架, 当共生关系感知被强化时, 表达者不仅应

该体验到健康和绩效的改善, 还应该感受到与他

人更深层的关系联结以及更强的道德自我认同 , 

但这些积极结果目前尚未被系统探索。同时, 当

交换关系感知被凸显时, 感激表达还可能使表达

者产生情绪劳动的积累、持续的亏欠感或自我认

同的扭曲等消极后果 , 而目前仅有 Ksenofontov

和 Becker (2020)一项研究探讨了结构性不公平情

境下感激表达对表达者批判意识的抑制效应, 其

他个体内消极后果尚缺乏实证探索。在消极效应

方面, 现有个体间消极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伦理

类结果, 如剥削行为、社会破坏行为和职场偏差

行为(Cai & Wang, 2025; Cao et al., 2023; Lv et al., 

2026), 而对感激表达在关系、健康和绩效等方面

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关注不足。根据关系感知框

架 , 交换关系感知的凸显不仅会驱动伦理偏差

行为 , 还可能使接收者产生持续的义务压力和

关系疏离感 , 使目睹者形成对团队公平性的负

面评价 , 进而损害团队凝聚力和组织氛围。未来

研究应将个体内效应和消极效应的结果变量系统

拓展至现有研究尚未触及的领域, 探讨表达者、

接收者和目睹者如何通过不同的认知评估、情绪

调节和动机激活等机制形成不同的关系感知, 进

而产生多样化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从而为感激表

达研究构建更全面且平衡的理论图景, 也为组织

辩证地理解和管理感激表达行为提供更加完善的

实践依据。 
4.2  方向二：系统化感激表达效应的边界条件

研究 

根据本文文献回顾及关系感知框架, 感激表

达效应的分化取决于互动主体激活何种关系感知, 

而这一激活过程受到多类情境线索的系统性影

响。尽管本文已对现有文献揭示的个体线索和互

动线索进行了初步归纳, 但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研

究以全面解释感激表达何时会产生双刃剑效应

(例如 , Cardon & Wong, 2024; Thomas et al., 

2023)。事实上, 现有研究多将感激表达视为一种

非情境化的单一特征行为, 缺乏对其高度情境化

特征的关注 , 因此忽略了与情境相关的边界条

件。感激表达作为一种人际沟通行为, 可以基于

沟通视角(Braddock, 1958; Lasswell, 1948)从 5 个

维度对其情境特征进行系统描述, 即谁(主体因素, 

即表达者相关因素)、出于什么目的(动机因素, 即

目的和动机相关因素)、在什么环境下(环境因素, 

即时间和场景相关因素)、通过什么媒介(媒介因素, 

即表现形式与沟通渠道相关)以及表达什么内容

(内容因素, 即所传递内容相关因素)。这 5 类情境

因素通过影响个体对互动意义的理解与评价, 系



第 1 期 曹李梅 等: 组织中感激表达效应的整合与扩展 243 

 

 

统性地决定共生关系感知还是交换关系感知更易

被强化或凸显, 进而塑造效应方向。 

以主体因素为例, 当元情绪特质较高时, 个

体更容易准确感知自身情绪并调节情绪反应, 从

而在表达感激时更能选择契合情境的方式, 进而

强化共生关系感知。相反, 元情绪特质较低的个

体对自己情绪的察觉和调控能力较弱, 从而在表

达感激时更可能因表达方式不匹配自身情绪或情

境, 带来交换关系失衡。在动机因素方面, 真诚动

机驱动的感激表达使接收者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

真实情感信号, 共生关系感知随之强化; 而策略

性动机或规范压力下的感激表达更易使接收者产

生功利性归因, 交换关系感知随之凸显。在环境

因素方面, 即时表达能够强化行为与关系回应的

因果联结感, 有助于激活共生关系感知。然而, 延

迟表达感激则可能拉大时间距离, 从而削弱因果

关联的心理清晰度, 这容易促使表达者产生未达

成自我或他人期待的认知评价, 并触发交换关系

失衡感知(Walsh et al., 2022)。在媒介因素方面, 高

信息丰富度的媒介可借助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和

肢体动作等多通道传递信息, 从而强化表达者与

接收者的情绪共鸣, 进而增强共生关系感知。相

比之下, 低信息丰富度的媒介则因缺乏非语言线

索而削弱情绪共鸣, 使得关系感知更易向交换方

向偏移(Daft & Lengel, 1986)。在内容因素方面, 

聚焦于事件过程的感激表达通过提供具体行动和

情境细节, 能够增强表达者与接收者对努力付出

的心理联结, 从而激发共生关系感知。相反, 聚焦

于事件结果的感激表达因缺乏细节性过程信息和

情绪线索而弱化这种联结。总之, 未来研究可以

系统探究并检验不同的沟通情境特征(即表达主

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如何通过影响关系

感知的激活方向塑造感激表达的差异化后果, 这

不仅有助于推动感激表达研究从普遍性结论转向

情境化阐释, 也能提示组织不应仅将感激表达视

为普遍有益的正向行为, 而应引导员工根据表达

主体、动机、环境、媒介和内容进行更真诚、适

配且有分寸的表达, 以在促进信任与协作的同时, 

有效规避关系失衡与伦理风险。 
4.3  方向三：从时间视角拓展感激表达效应研究 

根据本文文献回顾, 现有感激表达效应研究

大多采用横截面设计, 主要从静态视角考察感激

表达的即时效应, 较少关注感激表达在时间过程

中的动态变化及其长期影响 (例如 , Imai, 2024; 

Lee & Johnson, 2025)。然而, 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具有相对稳定、持续互动和重复接触的特点。感

激表达并非孤立发生的一次性行为, 而是在日常

协作、上下级互动和团队沟通中反复出现的行

为(Fehr et al., 2017)。因此, 这一局限不只是方法

层面的问题, 更反映了理论层面的盲区, 即当感

激表达在组织中持续发生时, 单次互动中观察到

的效应方向并不必然代表长期互动的规律, 积极

效应可能随重复表达而累积深化, 也可能因情境

条件的变化而逐渐转向消极效应。若忽视这一动

态过程, 理论对感激表达长期影响的解释力将十

分有限, 也无法为组织的持续关系管理提供有效

指导。 

感激表达的影响可能不仅取决于某一次表达

行为本身 , 还取决于其在时间过程中的整体水

平、变化趋势和波动模式, 以及这些时间特征如

何系统性地影响关系感知的累积与演变。具体而

言, 感激表达的整体水平可能反映组织成员之间

长期互助和认可的程度, 其变化趋势可能体现关

系质量的增强、弱化或转向, 而其短期波动则可

能成为员工判断关系状态、互动期待和团队氛围

变化的重要线索。例如, 在长期互动中, 持续而适

度的感激表达可能通过不断强化共生关系感知 , 

促进员工之间的信任积累、互助行为和合作意愿。

然而, 如果感激表达频率过高、互动双方的回应

不对等, 或逐渐被制度化为组织管理要求, 其真

实性信号会随时间减弱, 共生关系感知可能逐渐

被交换关系感知替代, 使得情绪劳动、义务压力

与关系失衡感随之产生。此外, 在长期稳定的工

作关系中, 感激表达的波动是否会成为员工判断

同事关系、上下级信任与团队氛围变化的重要线

索, 并进一步影响其合作意愿、互助行为和工作

投入, 也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因此, 未来研

究有必要采用纵向研究和经验取样法等研究设计, 

考察感激表达效应如何在时间过程中累积和转

化。从时间视角拓展感激表达效应研究, 一方面

响应了丰富组织行为学中时间相关研究的呼吁

(董小炜 等, 2021), 也突破了既有感激表达研究

偏重静态和即时效应的局限;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组织理解感激表达在长期工作互动中的累积、波

动与转化过程, 从而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更准确地

把握感激表达的累积效应与动态规律, 为优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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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文化建设和员工关系管理提供更具时间敏感性

的实践指导。 

5  结论 

本文探讨了组织情境中感激表达为何会产生

差异化的心理与行为效应。通过系统整合现有实

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以效应范围和效应效价为核

心的二维分类框架(如图 1 所示), 从而揭示了感

激表达在不同情境中可能产生的四类效应类型及

其代表性心理机制。在此基础上, 本文借助社会

关系理论, 提出了以关系感知为核心的效应分化

解释框架, 并将影响关系感知的情境线索归纳为

个体线索与互动线索两类。最后, 基于上述整合

与解释, 本文在关系感知框架的指导下提出了丰

富个体内及消极效应研究、系统化边界条件研究

以及从时间视角拓展效应研究三个未来研究方向, 

为感激表达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

的理论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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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and expanding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CAO Limei1, CHENG Xiang2, YAO Yuewei2, YIN Rui2, CHEN Weihua1, QIN Xin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Gratitude expression is a common form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n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convey positive social signals and produce benefici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gratitude expression may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across 

context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have yet to be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and explained. Drawing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we develop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 scope of effects (intrapersonal vs. interpersonal) and the valence of effects (positive vs. negative). This 

framework integrates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expression on expressers, receivers, and observers and identifies 

four types of effects: intrapersonal positive effects, interpersonal positive effects, interpersonal negative effects, 

and intrapersonal negative effects. Building on social relational theory, we further develop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why the effects of gratitude expression differ across contexts, focusing on whether gratitude 

expression strengthens perceptions of a communal relationship or makes an exchange relationship more salient. 

We also categorize the contextual cues that shape relationship perceptions into individual and interactional 

cues, thereby explaining how different contextual conditions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gratitude expression 

effects. Based on this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we propose thre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panding 

research on intrapersonal and negative effects,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extending 

research on gratitude expression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Overall, we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effects of gratitude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and offer a 

systematic research agenda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gratitude, gratitude expression, positive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 context 


